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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啟超清代學術史寫作的歷程與轉變1 
張政偉∗ 
摘要 
梁啟超的清代學術史著作主要有：〈近世之學術〉、《清代學術概論》、《中國近三
百年學術史》。梁啟超在〈近世之學術〉中，往往以學者生平行事、道德展現，或是
說與清政府的關係作為評價的首要標準。在後期《清代學術概論》與《中國近三百
年學術史》階段，對人物及其學術成績的評價，主要以是否具有啟蒙時期的內涵，
即反對封建主義，發揚近代人文精神為指標。整體而言，梁啟超對清代學術史相關
論題的寫作，持續進行寫作，而且在數量與質量上都越加齊備、完善。以清代學術
史研究的發展來看，梁啟超在學術方法與理論並沒有革命性的突破，只是直率地陳
述對清代學術演變發展與學派人物的觀點。然而梁啟超的觀察與批判具有深刻的洞
察力，儘管推論較促，證據較缺，仍能啟發後學，引導出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許多課
題。 
關鍵字：梁啟超、民國學術、清代學術、近世之學術、清代學術概論、中國近三百
年學術史 
                                                 
1 本文主要內容曾以〈梁啟超清代學術史研究述評〉為題，於 2008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主辦「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第四次學術研討會」宣讀。本文於會中蒙國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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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ang Qichao’s Works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Cheng-wei Chang∗ 
Abstract 
Liang Qi-chao’s works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mainly include: 
“The Modern Academia,” Introduction to the Lear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In the “The Modern 
Academia,” Liang often uses his life experiences, moral display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Qing dynasty as important criteria for assessment. At a later stage of writing 
Introduction to the Lear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he assesses people and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s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 i.e. anti-feudalism and modern spirit of 
humanism. On the whole, Liang’s continued works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have come a long way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Liang did not 
breakthrough or revolutionize the methods or theories from the academic history research 
point of view of Qing dynasty. He merely expresses his views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and scholar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ang’s insightful 
observation and criticism, albeit premature and with insufficient evidence, have inspired 
succeeding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and brought forth many academic history issu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warrant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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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1929）在光緒十五年（1889）通過鄉試，獲得舉人身分，取得入
京參加會試資格。次年落第後，梁啟超開始接觸西學。隨後結識康有為（1858-1927），
並拜入門下。在戊戌變法（1898）之前，梁啟超緊緊追隨康有為的腳步，激進的言
論讓他成為風雲人物。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東渡日本避禍，此時漸漸與康有為分道
揚鑣。梁啟超在日本積極吸收新知，熱衷辦報，鼓吹西方政治、社會主張。民國成
立後，梁啟超返國參政，挾其自清末以來累積的名氣，創辦媒體，廣發言論，成為
學術文化界的領袖。梁啟超生前就很注意其著作傳布，幾乎一有新作，隨即發表出
版。加上他學習力強，觀察力敏銳，涉獵廣博，文思泉湧，因此留下數量龐大，領
域繁雜的著作。梁啟超過世後對他的評論與研究隨即展開，累積至今，數量驚人。
梁啟超的言論多對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而發，屢屢成為話題，激發多方討論，
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因此對梁啟超的認識與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文化、社會
等課題。1 
梁啟超不僅在政治、社會運動上有很大的貢獻，在學術上的成就亦是耀眼奪目。
其清代學術史的著作，至今仍為研究清學史者必須參考的重要資料。梁啟超最早的
清代學術史研究為〈近世之學術〉（1904），篇幅雖短，但是綜論清代學術，結構完
整。民國五四運動（1919）後，梁啟超逐漸退出政壇，專心著述，而有《清代學術
概論》（1920）出版。此後梁啟超積極投入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工作，先後完成〈戴東
原先生傳〉（1923）、〈戴東原哲學〉（1923）、〈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1923）、〈顏
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1923）、〈朱舜水先生年譜〉（1923）、〈明清之交中國思想
界及其代表人物〉（1924）、〈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1924）、〈說方志〉（1924），
最後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9）收結。觀察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研究大致可
以分為兩類：一為專題研究，一為整體研究。本文以其具有時間縱向性的整體研究
成果為討論重心，以求掌握梁啟超較為完整的學術史觀點，故選擇〈近世之學術〉、
《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論述對象，整理重要見解，除找出貫
通於其著作的基本思想外，尚試圖解釋其間重大轉變之意義，並且為其清代學術史
著作一簡約評價。 
二、初期的清代學術史研究：〈近世之學術〉 
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開始撰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但是僅
寫至「佛學時代」部分即停頓下來。2光緒三十年（1904）梁啟超跳過寫作計畫中的
                                                 
1 大陸近百年來對梁啟超的研究作品，粗估有書籍 360 多部，論文 1,200 多篇。研究焦點集中在梁啟
超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的論題上。相對而言關於梁啟超清代學術史的專門研究就
顯得較少些。參見侯傑、李釗：〈大陸近百年梁啟超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卷 24，第 3 期（總
95 期），2005 年 8 月，頁 1-12。臺灣方面專論梁啟超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論文數量不多，較著名者
有岑溢成：〈梁啟超清代經學史觀析論〉，《第四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
學，1998.3），頁 33-42。另有詹海雲：〈論梁啟超的清代學術研究〉，收入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
究中心編：《清代學術論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11），第 3 輯，頁 389-419。吳銘能：〈梁任
公清代學術史研究〉《梁啟超研究叢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2）頁 157-220。另黃雅琦〈梁
啟超幾個前後不一的清代學術論述〉，《實踐博雅學報》12 期（2009 年 7 月），頁 1-23；〈梁啟超清
代學術論述的自我修正：《清代學術概論》對《近世之學術》的改作〉，《高師大國文學報》（2009
年 6 月），頁 97-118。本論文觀點與上述諸文略有不同，以為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研究展現出學思
歷程的轉變與成長，以較為精深的內在思辨方式，得到良好研究成果。 
2 1902 年 1 月梁啟超由澳洲至日本暫居，開辦《新民叢報》，〈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於此時開
始撰寫。然 1903 年梁啟超赴美國遊歷，歷時近十個月，暫停寫作。回到日本後又忙於撰寫《大陸
遊記》，是以〈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的寫作工作中斷一年有餘。見楊克己編：《民國康長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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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儒混合時代宋元明」部分，完成〈近世之學術（起明亡以迄今日）〉，發表至《新
民叢報》。3 
梁啟超〈近世之學術〉分為：「永歷康熙間」、「乾嘉間」、「最近世」三節，將近
世學術以朝代劃分為四期。首節敘述第一期時間的學術發展，時間段限為明永歷（清
順治）至康熙中葉，期間重要學者分為三種：第一種承接王學者，稱之為舊學派，
代表人物是孫奇逢（1584-1675）、李顒（1627-1705）、陸世儀（1611-1672）、張爾岐
（1612-1677）、張履祥（1611-1674）、呂留良（1629-1683）六人；第二種是新舊學
派的過渡者，代表人物是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王夫之
（1619-1692）、顏元（1635-1704）、劉獻廷（1648-1695）五人；第三種是開創新學
者，代表人物是閻若璩（1636-1704）、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
胡渭 (1633-1714）、王錫闡 （1628-1682）五人。梁啟超以為第一期只有這十六人堪
稱為「大師」，其他學者「或傳薪或別起，皆附庸也，不足以當大師」。4 
舊學派的六位學者主要功績在於洗脫晚明王學流弊，重拾陽明學術真傳，特重
篤行踐履。但是「所謂舊學派諸賢者，語其在學界上之位置，不過襲宋明之遺，不
墜其緒，未足為新時代放一異彩也。」（p. 79）認為孫奇逢等學者僅有傳承之業，無
開創之功。 
梁啟超標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劉獻廷為「五先生」，以為他們是
新舊學派過渡學者，在學術上走向「應用的」學問。5梁啟超除了簡略說明五人的個
別學術成就之外，特別總合五人學行之共通性：「以堅忍刻苦為教旨」、「以經世致用
為為學統」、「以尚武任俠為精神」、「以科學實驗為憑藉」。（p. 77）梁啟超將「尚武
任俠」列為學術人物優點者，有其特殊用心。他認為武術為國粹，日後中國體育發
展不可不存。另外梁啟超讚嘆日本長久以來提倡柔道、相撲、劍擊，後於日俄戰爭
（1904 - 1905）中發揮極大效用。 
梁啟超以為清初五先生走向應用的學問，開啟後來的乾嘉考據學高峰。五先生
學術根柢為王學，梁啟超分析其學術轉向的原因有三：一是明朝政府糜爛，導致異
族入佔中原，此階段「講求實際應用的政論不容已」；二是王學末流空言狂恣，不談
社會實用之學，「諸君子不得不以嚴整之戒律，繁博之考證，起而矯之」；三是五先
生「奔走國難，各間關數十年於一切政俗利病，皆得之實驗調查。」（p. 86）梁啟超
對於五先生的學行給予很高的評價，推崇他們是近世學術最耀眼的光芒。6 
新派學者的功績則在拓展考據學的研究方法與傑出的學術成果。在研究方法
上，梁啟超表示清代發展的考據學讓學術研究方法由演繹走向歸納，而歸納法正是
西方文明進步的動力。7在學術作品方面，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論證東晉所出古
                                                                                                                                                  
生有為梁任公先生啟超師生合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82.10），頁 183、192-197。 
3 〈近世之學術〉首刊載於《新民叢報》1904 年 9 月、10 月、12 月之 53、54、55、58 號。 
4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83.12），卷 7，第 3 冊，頁 77。 
5 梁啟超：「近世學術史之特色者，必推顧、黃、王、顏、劉五先生。五先生之學，應用的，而非理
想的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79。 
6 梁啟超：「近世學術史上，所以爛然其明者，為恃五先生。抑五先生不獨近世之光，即置周、秦以
後二千年之學界，亦罕或能先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84 。 
7 梁啟超：「言泰西近世文明進步之原動力者，必推倍根。以其創歸納論理學，掃武斷之弊。……吾
中國三百年來所謂考證之學，其價值固自有不可誣者。何也？以其由演繹的而進於歸納的也。」〈論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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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書》為偽作。胡渭《禹貢錐指》校正漢代以來註釋之誤，辨明山川郡國異同。
這兩位學者影響後人最鉅之學者，所以梁啟超推尊他們是「清學正派之初祖」。萬斯
大與萬斯同兄弟對三《禮》與史學的研究最為精到。在應用科學方面，王錫闡《曉
庵新法》的天文曆算成就獨步清代。 
梁啟超對孫奇逢等清初學者給予很高評價，主要原因是他們於改朝換代之時，
堅守氣節，足證學行相印。其中數人或有與清政府往來，但是守住了未入朝為臣的
最低標準。8 
一個明顯的反差在於：梁啟超在本節稱清初之徐乾學（1631-1694）、湯斌
（1627-1687）、李光地（1642-1718）、毛奇齡（1623-1716）四人為「學術蟊賊」。       
（p. 90）認為這四個人以阿諛時主，賣友求榮而位居高位，生平所為至為可恥。 
第二節「乾嘉間」主要敘述清代考據學的學術發展，梁啟超以為考據學的興起
的最重要因素屢興文字獄，使學者不得不埋首故紙，專力訓詁考據之學，以避文網，
因此歸結考據學興盛的原因首在「時主之操縱」。（p. 91） 
梁啟超以為自乾隆年間開始，考據學形成派別學統，大致可以分為「吳派」與
「皖派」。 
「吳派」開山大師為惠棟（1697-1758），學術淵源為其祖惠周惕（1641-1697）、
父惠士奇（1671-1741）之家學而來。門下著名弟子有江聲（1721-1799）、餘蕭客
（1729-1777）、王鳴盛（1722-1797）、錢大昕（1728-1804）、王昶（1724-1806）。 
「皖派」開山大師為戴震（1723-1777），師從江永（1681-1762），又曾與惠棟論
學交遊。可歸為此派之著名學者有金榜（1735-1801）、程瑤田（1725-1814）、淩廷堪
（1755-1809）、胡匡衷（1728-1801）、胡承珙（1776-1832）、胡培翬（1782-1849）、
任大椿 （1738-1789）、盧文弨 （1717-1795）孔廣森 （1752-1786）、段玉裁
(1735-1815）、王念孫（1744-1832）。梁啟超以為「皖派」因戴震入四庫館而「掩襲
天下」，影響力遠超過「吳派」。9 
梁啟超以為考據學者大多專事訓詁考證，對於理學哲學方面的論述甚少著力。
但是他特別標舉戴震，以為雖有《孟子字義疏證》欲與宋明儒者相爭，但是其「使
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的主張，「頗有近於泰西近世所謂樂利主義者，不可謂非哲
學中一支流。……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喪，戴氏其與有罪矣。」（p. 93）
這裡強烈指摘戴震，顯然不贊同充滿個人主義立場的哲學觀點。 
整體說來梁啟超對於考據學的評價是毀多譽少，以為「本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為
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惜乎其用不廣，而僅寄諸瑣瑣之
考據。」（p. 87）科學精神或方法是考據學在學術上最重要的進展，但是在致用上有
很大的侷限性。因此考據學產生出來的研究成果對「國學」有益，可惜在哲學與實
用上並沒有幫助。10梁啟超對此頗有感嘆，認為雖然考據學有方法精神上的進化，但
                                                 
8 梁啟超：「孫、李、陸、呂、二張、顧、黃、二王、顏、劉、二萬，皆明遺民，於新朝不肯受一絲
一粟之豢養。非直其學之高，抑其節行又足以砥所學也。……三先生（案：閻若璩、梅文鼎、胡渭）
皆以處士終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89。 
9 梁啟超言此節「吳派」、「皖派」的劃分與敘述：「以上敘傳授派別，頗採章氏《訄書》而增補之，
且自下斷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93。 
10 梁啟超：「惠、戴之學，固無益於人國，然為群經忠僕。使此後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功固不
可誣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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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方向錯誤，讓研究成績只能停留在國學整理的層級上。11 
第三節「最近世」主要講述今文學的發展，與諸子學研究的興起。梁啟超稱「其
最近數十年來崛起之學術，與惠戴爭席，而駸駸相勝者，曰西漢今文之學。」（p. 96）。
乾嘉時期首先倡言西漢今文經學者為莊存與（1719-1788），接續者為劉逢祿
（1776-1829），這兩人治《公羊》學，頗能明家法。道光年間龔自珍（1792-1841）
與魏源（1794-1857）亦以治今文經學聞名。梁啟超特別推崇龔自珍，稱其「吾見並
世諸賢，其能為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p. 97）之後在學統上有關連的著名學者為
李兆洛（1769-1841）、宋翔鳳（1776-1860）、邵懿辰（1810-1861），但是成績並不高。
與光緒末年間之今文學者為王闓運（1833-1916）與廖平（1852-1932），兩人著書眾
多，但是其說多變。 
梁啟超極力宣揚康有為是晚清今文經學研究最重要的學者，認為康有為的成就
在於胸懷致用天下壯志，闡述今文經學大義，「則亦解二千年來人心之縛，使之敢於
懷疑，而導入思想自由之塗徑而已。」12梁啟超以為康有為倡言孔子與諸子之學地位
平等，皆有改制創教之意，因而打破思想藩籬，使得諸子學研究得以興起，能與儒
學研究相提並論。13 
梁啟超大要敘述清代學術發展之後，發現時代與研究重心有一巧妙關連，即時
間往後推移，但是研究重心或對象卻是逆往上溯，14特別據此表列清代學術發展的變
遷狀況：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順康間 雍乾嘉間 道鹹同間 光緒間 
程朱、陸王問題 漢宋問題 今古文問題 
 
孔老墨問題 
孟荀問題 
他特別以小字於表下加註：「上表不過勉分時代其實各期銜接攙雜有相互之關係非能
劃若鴻溝讀者勿刻舟求之」（p. 102），說明製作此表用意只是在顯明清代學術的研究
重心與時代有次序上的關連性。 
                                                 
11 梁啟超：「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汨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雖然平心論之，
其研究之方法，實有不能不指為學界進化之一徵兆者。至其方法何以不用諸開而用諸閉，不用諸
實而用諸虛，不用諸新而用諸陳，則別有種種原因焉。若民性之遺傳，若時主之操縱，皆其最钜
者也。蓋未可盡以為諸儒病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87。 
12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99。梁啟超又言：「（康有為）至於取其性質而研究
之，則不惟反對焉者之識想一變，即贊成焉者之識想，亦一變矣。所謂脫羈軛而得自由者，其幾
即在此而已。」頁 100 。 
13 梁啟超：「二十年來，南海言孔子改制創新教，且言周秦諸子皆改制創新教，於是孔教宗門以內有
游、夏、荀、孟異同優劣之比較，於孔教宗門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異同優劣之比較。」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近世之學術〉，頁 101—102。 
14 梁啟超：「有清一代通二百六十年間，有一不可思議之理趣。順治康熙間，孫奇逢、黃宗羲、李顒
仍主王學，故明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康熙中葉考據家言盛起，於是宋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自
顧炎武勸讀注疏，六朝、三唐學逐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自惠棟、戴震而後，則東漢學占學界第
一之位置。自今文家莊存與、劉逢祿、魏源、邵懿辰而後，則西漢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自康有
為前後諸子學興起，先秦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
頁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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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以為：「由此觀之，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此前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
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盡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
現象也。」（p. 102）他解釋這種「學術史的倒演」現象，其原因在於「社會周遭種
種因緣造之」。15所謂的社會因緣，主要是指學者研究的對象被探索徹底，後繼者不
得不另尋天地以發揮其智。但是梁啟超在敘述所謂的「社會因緣」，並沒有循自己的
定義給予條理的敘述。 
梁啟超以「學術史的倒演」的觀點，宣稱「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古學復興時
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p. 103）「古學復興」，
即西方「文藝復興」（renaissance）。16西方文藝復興發源於十四世紀的義大利，以恢
復古典文化為手段對當時的文化、制度進行抨擊，依此建立新的文化。梁啟超將清
代學術發展視為西方文藝復興，表達對未來思想文化革新的期待。 
對當時尚未脫離今文經學的梁啟超而言，以「進化論」說明這種「倒演」現象，
則足以證明今文經學是學術的進化，其意義不僅是正向的演變，更是一種積極的進
展。17有趣的是身為古文經學家的劉師培也觀察到「倒演」現象，但是他認為由治學
態度與方法來看，這是一種衰弱與倒退。18  
雖然梁啟超對於清代學術的評價不高，其言：「綜舉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
無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思想最衰時代。」（p. 100）但是學術發展「至今日而蔥
蔥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p. 103）。梁啟超
樂觀的理由在於「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
吾敢斷言也。」（p. 104） 
梁啟超此時對清代學術的評論明顯帶有政治立場，以學者對清政府的態度作為
評論的重要指標。另外，由於篇幅較短，論述暢快，因此所下的評論多未有推演論
證過程，比較像是直捷地抒發感想。 
三、觀點轉變的開始：《清代學術概論》 
《清代學術概論》發表於 1920 年，19為五四運動以後第一部清學史專著。本書
                                                 
15 朱維錚稱此為「學術史的倒演」，參見〈十八世紀的漢學與西學〉《走出中世紀》（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2007.4），頁 140。 
16 沈毅和於 1879 年出版的《西史彙函續編·歐洲史略》，即以「古學復興」為標題，介紹歐洲文藝復
興。見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11），頁 130。
梁啟超於 1902 年撰寫之〈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提到：「近世文明先導之兩原因，即十字軍之
東征與希臘古學復興是也。」《飲冰室文集》，「文集之 6」，第 3 冊，頁 111。 
17 1902 年梁啟超受到日本與西方學者影響，撰寫《新史學》，文中對於進化觀點尤為提倡
，輔之以今文經學家的歷史思想，梁啟超早期的歷史學觀點。路新生：「梁啟超對於今
文家『重義輕事』的治學弊端不僅沒有加以實事求是的批評，反而予以肯定，將『春秋
重義不重事』的今文家方法論移用到了『新史學』中。」〈今文經學與晚清民初的史學
轉型〉，《經學的蛻變與史學的轉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頁 182。蔣
國保、餘秉頤、陶清：「梁啟超的新史學，既有現代科學的進化論，也有今文經學的三
世說，兩者同在進化史觀的範定下相容共處。新的理論建構是通過原有理念與現代科學
理論的重構，從而最終完成傳統文化向現代理論的轉型。」《晚清哲學》（合肥：安徽
人民出版社，2002.9）頁 567—568。  
18 劉師培（1884-1919）：〈近代漢學變遷論〉，《左盦外集》卷 9，錢玄同（1887-1939）編：《劉申叔
先生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民國二十五年寧武南氏排印本」，1997.11），頁 1541-1542。 
19 《清代學術概論》首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為主篇名，刊載於《改造》第 3 卷第 4、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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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的始末相當有趣，當時蔣方震（1882-1938）完成《歐洲文藝復興史》（1933），
請梁啟超撰寫序文。梁啟超以為當取中國類似文藝復興之時代相印證，故以清代時
代思潮為切入點，未料下筆數萬言，幾與《歐洲文藝復興史》字數相當，索性獨立
為一書。梁啟超反而請蔣方震為此書撰寫序文，他在文章中也附和梁啟超的論點，
以為「清學之精神，與歐洲之文藝復興，實有同調焉」。20 
梁啟超在自序表明撰寫此書的第二動機：胡適（1891-1962）曾建議梁啟超，身
為晚清今文經學運動的要角，應該將此運動的經過與思想寫下傳世。梁啟超寫作此
書所用之時間僅短短十五日，直言撰寫的基礎在於〈近世之學術〉一文，並宣稱「余
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為精密。」21後
接受蔣方震、林志鈞（1879-1960）、胡適三人之意見，增加三節，改正數十處。梁
啟超以為對此書體例並不滿意，並且較為簡陋，不適合以「學術史」為稱，因此命
名為《清代學術概論》。22 
梁啟超的確是首先提出清代學術發展為中國學術的文藝復興的學者，他在〈清
代學術概論自序〉中不無快意地引述近二十年前發表的〈近世之學術〉：「此二百年
間總可命名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p.3）。這種切入的角度至民國後逐漸為
人所重視，成為重要的學術論題。23  
《清代學術概論》全書共分三十三節，並無標目，類似劄記體式，但是首尾完
整，對清代學術的描寫具有整體性。本書第一至三節概括時代思潮的概念，並以此
展開對清代學術思潮的變遷的原則性歸納。梁啟超借用佛教生、住、異、滅流轉之
相，將清代學術分為四期：啟蒙期（生），代表人物有顧炎武、胡渭、閻若璩；全盛
期（住），代表入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蛻分期（異）：代表
人物主要有莊存與、劉逢祿、魏源、龔自珍、廖平、康有為、梁啟超；衰落期（滅），
代表人物是俞樾（1821-1906）、孫詒讓（1848-1908）和章太炎（1869-1936）。 
梁啟超提出清學發展與意義是「以復古為解放」，這是解釋清代學術發展的重要
論點。梁啟超約略說明這個概念： 
綜觀二百餘年之學術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復古為
解放。」第一步：復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復漢、唐之古，
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復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
復先秦之古，對於一切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復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
孟而得解放焉不止矣。（p.11） 
此處所言之「復古」即是梁啟超於〈近世之學術〉所觀察出的「學術史的倒演」現
象。只是當時梁啟超無法妥適地解釋此現象。此處以「解放」說明「復古」，即表示
在學術發展過程中某研究對象群被解析闡發至某一高度，而產生解釋的僵化或思想
                                                                                                                                                  
後經梁啟超修訂，於 1921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日人渡邊秀方隨即於次年翻譯全書，
由東京二酉社出版。《清代學術概論》為學術界的暢銷書籍，單行版本眾多。朱維錚於 1985 年對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進行校注，後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合刊《梁啟超論清
學史二種》，這是大陸學界較常用的文本。臺灣則有徐少知在朱維錚校注的基礎上進行勘誤校對，
於 1995 年由臺北裏仁書局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本文使用此版本。 
20 蔣方震：《清代學術概論‧序》，頁 1。序文作於 1921 年 1 月 2 日。 
2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自序》，頁 3-4。序文作於 1920 年 10 月 14 日。 
2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頁 5。序文作於 1920 年 11 月 29 日。 
23 梁啟超首以清代學術類比西方文藝復興，其後此種觀念開始發揮廣大影響，成為民初重要的學術
論題，期間過程與發展可參看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漢
學研究》第 20 卷第 1 期（2002 年 6 月），頁 27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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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桎梏，則回溯更前階段的學術研究對象群，以消除解放此種解釋或思想的羈絆。
所以「復古」是一種進化，「解放」是追求學術的自由。就梁啟超此段的說法，則清
末今文經學、諸子學研究大興，即代表自孔、孟以下的所有學術研究累積下來的歷
史牽制都已消解，學術研究獲得全部解放，得到完全自由。梁啟超這種解釋比〈近
世之學術〉以「社會因緣」說明「學術史的倒演」來得巧妙高明，成為後來清代學
術史研究中的一種重要說法。不過，「以復古為解放」的解釋奠基於歷史進化觀與今
文經學的立場上，而且忽略了學術思想上的內在承續關係，而引起頗多爭論。24 
第四至九節是清初學風及各派代表人物，敘述的重點是顧炎武、閻若璩與胡渭、
黃宗羲與王夫之、「顏李學派」、梅文鼎（1633-1721）與劉獻廷，第九節綜述啟蒙期
的特色。此期人物首推顧炎武，梁啟超以為他清學「一代開派宗師」，建設新的研究
方法：「貴創」、「博證」、「致用」。（p. 15-16）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除辨偽功績
之外，特重其打破經學神聖地位的勇氣，從此「一切經文，皆可以成為研究之問題。」
（p. 17）胡渭《易圖明辨》辨析宋以來之「河圖洛書」之源流，以明非先秦之所有。
如此一掃邪說亂言，「使其不復能依附經訓以自重。此實思想之一大革命也。」（p. 18）
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之民本思想極力稱許，言「真極大膽之創論也。」、「於晚
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p. 20）王夫之的學術雖未能卓成一派，但是影響深遠。
顏元則以為是由另外一個學術走向展示對王學的反動，不能以漢宋學拘之。顏元以
實學為本，「與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p. 24） 
梁啟超此時稱「吾於清初大師，最尊顧、黃、王、顏，皆明學反動所產也」(p. 19)
若與〈近世之學術〉相較，梁啟超推重的「五先生」中，劉獻廷地位下降。在梁啟
超眼中劉獻廷依舊是重要學者，與梅文鼎同列一節敘述，但是與之前的「大師」稱
號，在評價上明顯較低。梁啟超對劉獻廷學術稱許之處在於全祖望曾經簡述劉氏有
《新韻譜》一書，創新字母而可拼出中國各地語音。但是劉獻廷學術的缺陷在於「而
其學無傳於後者」（p. 25）、「獻廷書今存者惟一《廣陽雜記》，實涉筆漫錄之作，殆
不足以見獻廷。」（p. 26）此處可看出梁啟超與初撰清代學術發展之時相較，對學術
史的寫作原則與清代學術的認識更加深入。因為學術史的敘述重心在於描述學術成
果累積與變遷的過程，其中「影響」成為關鍵因素。畢竟學術研究若未傳承流布，
則無法發揮影響，自然無法對學術之進展作出貢獻。另外，對顧炎武等學者的評價
角度集中在學術的開創性與對後學的影響上，一掃〈近世之學術〉時期對氣節品格
的高度要求。學術史的評價標準當在於學術成就與影響方面，氣節是人格問題，與
「學術」無關。當然梁啟超無法完全拋棄「學行相顧」的傳統評價標準，但是與前
期相比，此時他更能客觀地評價學術成就，而不是全以私德論功過。此點可以由梁
啟超對毛奇齡的評價改變而知。在〈近世之學術〉中，毛奇齡被指為「學術蟊賊」，
道及學術不多，但是卻以狂肆醜行直指其為「蟊賊」。此時梁啟超對於毛奇齡的評價
是：「平心論之，毛氏在啟蒙期，不失為一衝鋒陷陣之猛將，但於『學者的道德』缺
焉，後儒不宗之宜耳。」（p. 18）此處「學者的道德」指的是毛奇齡為學有偽造改書，
信口臆說的缺失。因此，梁啟超承認毛奇齡在清初學術佔有一席之地，「後此清儒所
治諸學，彼亦多引其緒」（p. 18），與十幾年前的評價，有天壤之別。 
第十至十九節論述乾嘉學術及其代表人物，敘述重點人物、學派與研究領域為：
                                                 
24 陳居淵考察清代學術研究史中對於清代學術發展的五種學說：章太炎「反滿說」、梁啟超與胡適「理
學反動說」、錢穆「每轉益進」說、侯外廬「每轉益進」說、余英時「內在理路說」，對其理論觀
點與基本意涵有歷史性的考察，對於其間學說的演變與質疑有扼要說明。詳參陳居淵：〈20 世紀清
代學術史研究範式的歷史考察〉，《史學理論研究》2007 年 1 期，頁 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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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棟、戴震、段玉裁與王念孫、王引之、正統派學風、經學與史學、地理學與曆算
學、金石學與校勘學、考據學方法、桐城派的反對立場。這部分章節中最重要的是
對吳派、皖派的論斷以及其方法的歸納。梁啟超對於吳派甚少嘉許，論其治學方法
是「凡古必真，凡漢必好。」優點是堅守「漢學」門壘，缺點是「膠固，盲從，褊
狹，好排斥異己，以致啟蒙時代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夭閹焉。」（p. 32）
對戴震及其後學則是推崇備至，以為他們是清代考據學的代表，成就最高。梁啟超
認為考據學的學術價值在於能瞭解某學之真相，可為進一步研究的堅實基礎。清代
學術成績即在此點上，「然則諸公曷為能有此成績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學的研究
法而已」（p. 41）。梁啟超歸納考據學所謂科學的研究法內容與步驟有六：注意（觀
察）、虛己（保持客觀）、立說（成立假說）、（搜證）、斷案（判斷假說是否成立）、
推論（擴衍至同類事物）。梁啟超認為這種科學的方法是「此清學所以異於前代，而
永足為我輩程式者也。」（p. 42）梁啟超強調的是「方法」上的成績，但是批判其「致
用」性不足。梁啟超認為同樣的科學方法在西方產生高度的物質文明，但是在中國
卻因為歷史的偶然轉向文獻的研究，因此中西雙方同時採用科學方法治學，卻因為
對象不同，產出的成果卻是南轅北轍。 
與〈近世之學術〉中的學術人物臧否相較，落差最大的是戴震。此時梁啟超對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論點大加揄揚，言「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
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
稱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論尊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其
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
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p. 38）關於戴震由「罪人」轉至一代學人的評價，
令人驚訝。有學者以為梁啟超評價的轉變或許是受到新文化運動標舉「反禮教」、「求
個性解放，崇尚個人主義有關。25 
第二十至三十節，論述晚清的學術，重點在於清學的今古文經學之爭、今文經
學的發展、康有為的學術、梁啟超的革新與破壞、譚嗣同（1865-1898）、章炳麟
（1869-1936）的學術、西方思想的輸入、佛學的研究發展。 
此部分與〈近世之學術〉最大的差異在於對清代今文經學發展的價值評斷上。
梁啟超認為清代今文經學在鴉片戰爭（1840-1842）之前尚是專門的學術研究，有家
法有根據。但是戰後革新思潮湧現，海禁亦開，因此今文經學的走向開始扭曲，「對
外求索之慾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闇，不得不先對於舊政
治而試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智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
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此則清學分裂之主要原因也。」(p. 62)
此處梁啟超坦承以淺薄的西方學術理解，進行政治、學術上的變革，與考據學之學
風極不相合，因此與之分道揚鑣。這可視為梁啟超對自我的批判與反思，於此可見
梁啟超的學術研究逐漸走向內化思辨的道路。 
對康有為的評價也有極端的轉變。梁啟超認為康有為是今文經學運動的中心，
                                                 
25 關於此問題可參見李帆：《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著述之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0）
頁 200-203。另有學者以為梁啟超、胡適等民初學者之推崇戴震的原因是推重他展現出的科學精神
與方法。參見劉巍：〈二三十年代清學史整理中錢穆與梁啟超胡適的學術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
為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卷 14 期 4，頁 63-72。案：筆者以為梁啟超
開始推崇戴震，與其自歐洲考察後之學思轉變有關。可參見〈梁啟超與整理國故運動〉，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第四次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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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學術上有很大的缺陷。首先是對康有為成名作《新學偽經考》的批判，認為
「其主張之要點，並不必借重於此等枝詞強辯而成始成立；而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
往往不惜抹殺澄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為之為人也，
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
強之以從我。」（p. 67）對另一部《孔子改制考》的評價，則是「誤認歐洲之尊景教
為治強之本，故恆欲儕孔子於基督，乃雜引讖緯之言以實之。」（p. 68）。梁啟超不
諱言現在與康有為因為政治理想不同而決裂，但是當時在追隨康有為掀起的今文經
學運動風潮時，卻是「猛烈的宣傳運動者」（p. 71）。 
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節比較中西學術差異，據此說明中國與西方文藝復興的異
同。最後一節則是對清代學術的總評，並論及對未來學術發展的期望。梁啟超對於
清代學術價值予以積極肯定，並且認為後人若能在清代學術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
則前途光明。此書的最後結語：「吾感謝吾先民之餉遺我者至厚。吾覺有極燦爛莊嚴
之將來橫於吾前。」（p. 92）表達對未來學術發展的樂觀態度。 
《清代學術概論》十五天完成初稿，以六萬餘字的篇幅敘述清代學術演變大要，
因此在短時間內以簡約篇幅敘述大範圍的論題，難免有所缺漏。26但是與〈近代之學
術〉相較，更具整體性，某些觀點進行修正、補充後，加強說服力。對於學術本質
的認識，更加清晰，如對考據學實用性之質疑，梁啟超特別解釋： 
正統派所治之學，為有用耶？為無用耶？此甚難言。。試持以與現代世界諸
學科比較，則其大部分屬於無用，此無可諱言也。……凡真學者之態度，皆
當為學問而治學問。夫用之雲者，以所用為目的，學問則為達此目的之一手
段也；為學問而治學問者，學問即目的，故更無有用無用之言。……其實，
就純粹的學者之見地論之，只當問成為學不成為學，不必問有用與無用。非
如此則學問不能獨立，不能發達。夫清學派固能成為學者也，其在我國文化
史上有價值者以此。（p. 43-44） 
以為考據學之成果在現實應用上的確有很大的侷限，但是梁啟超強調學術方法之實
踐與研究，不能過於功利，或是說只專注在其實用性，而是要在不同層面考察其價
值。以清代考據學而言，其本身具有純粹學術研究性質，本身並不帶有現實生活或
經驗上的目的性，不能全以無用來否定清代考據學在學術發展上的成績。 
《清代學術概論》是梁啟超進入民國時期後的第一部清代學術史研究專著，此
時思想成熟，對學術瞭解更深，尤其是脫離了「宣揚」式的寫作，不再以鼓動思潮，
激勵人心為寫作目的。27因此，自《清代學術概論》以後的清學史研究，都展現出迥
異以往的客觀學風。 
四、《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的深化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梁啟超於 1923 年冬至 1925 年春於清華學校（1928
                                                 
26 目前所知最早為《清代學術概論》進行辨正工作者為李詳（1859-1931），其有〈清代學術概論舉
正〉，然今未見，僅留存目。參見李稚甫編：〈二研堂全集序錄〉，收入《李審言文集‧附錄》（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6），下冊，頁 1464。辨正此書較著名之論文為楊勇（1929-2008）：〈清
代學術概論考正〉，《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 3 期，1969 年 3 月，頁 1-14。  
27 袁向東：「《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時間當屬於張所說的第四期（案：張蔭麟梁啟超自歐遊歸國後，
漸漸有為學問而學問的傾向），儘管本書完成時間短促，但還是可以說梁啟超此時已擺脫了『傳媒
學術』的影響。」〈梁啟超的科學精神和文德——論清代學術概論〉《晉陽學刊》，2004 年 6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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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名「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任教時所編寫的講義。書中後半部〈清代學者整理
舊學之成績〉先行於 1924 年發表，28約至 1926 年全書集結，發行單行本。29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分為十六節，第一至四節論述清代學術變遷的原因，
敘述重點在於外緣的影響。梁啟超認為清代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
向於客觀的考察。」（p. 1）這是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發展的思考主軸。他解釋清代學
術思潮興起的原因，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用三節的篇幅寫下「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
的影響」。梁啟超認為清初學風是對晚明王學流弊的反動，反動的原因是明亡清興，
給予這些知識份子嚴重的刺激。清初學者「對於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
辱、大罪責，於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
做學問，是為政為政治而做學問。」（p. 18）但是這種經世致用之學，並無法在政治
中實踐，漸漸成為空談。而此時清朝清朝屢興文字獄，加上帝王提倡學術，社會漸
趨安定，因此學術界「日趨健實有條理」（p. 23）。梁啟超特別強調帝王對於學術思
想發展的影響，他說：「凡當主權者喜歡干涉人民思想的時代，學者的聰明才力，只
有全部用去註釋古典。歐洲羅馬教皇權力最盛時，就是這種現象。我國雍、乾間也
是一個例證。」（p. 29）認為考據學就在學術的內部發展與政治的影響下，漸趨興盛。
梁啟超提到：「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合全國人的
力量所構成。」（p. 33） 
第五至十二節講述清初重要學派及代表人物，梁啟超在敘述人物時首先講述其
生平，然後評論其重要學說與著作，而後予以論斷。第五節「陽明學派之餘波及其
修正」，講述黃宗羲學行，認為在學術上「梨洲不是王學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學的承
繼人，他是王學的修正者。」（p. 69）黃宗羲的功績在於史學，尤其是《明儒學案》
「極有價值的創作，將來做哲學史、科學史、文學史的人，於他的組織雖有許多應
改良之處，對於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遠應採用的。」（p. 74）梁啟超將黃宗羲放至
人物首節，即是標舉本書之「方法和精神」是繼承《明儒學案》，其中喻示的傳承意
義相當明顯。30因此，《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學風學派的整體性相當重視，對於
學說宗旨與論斷清楚道出，不作含混模糊的評斷。此外對人物的生平事蹟特別重視，
                                                 
28 梁啟超於 1924 年 4 月 23 日致書張元濟（1867-1959）徵詢刊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
事：「頃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本清華講義中一部分，現在欲在《東方雜誌》
先行刊出（因全書總須一年後方能出版）。但原文太長，大約全篇在十萬字以外，不審與《東方》
編輯體例相符否？」《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第 4 冊，「民國 13 年先生 52 歲」條下，頁 1601。
後該文連載於當年 6 月至 9 月《東方雜誌》第 21 卷，12、13、15、16、17、18 號。 
29 李國俊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時間歸於 1924 年，稱有「民志書局單行本」。《梁啟超著述
繫年》（江蘇：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11），頁 226。據楊克己於 1938 年所編之《民國康長素先生
有為梁任公先生啟超師生合譜》後所附之〈本年譜引用及參考書目表〉中，提到梁啟超《中國近
三百年學術史》於 1926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朱維錚：「我見到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版本
有三種：一九二九年上海民智書局版。一九三二年中華書局版《飲冰室合集》的專集第十七冊。
一九三六年中華書的單行版。」《梁啟超論清學史之二種˙引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6），
頁 2。根據國家圖書館與中央研究院圖書館檢索，有 1929 年民志書店出版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政偉案：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最早的版本應為 1926 年 7 月上海民志書店
所出版。參見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哲學˙心理》（北京：書目文獻出
版社，1991 年），頁 133。 
30 梁啟超：「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條件：第一，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
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第二，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
很明晰的觀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四，要把各人的時代
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學案》，總算具備這四個條
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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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其人格。這些都是有意學習《明儒學案》而顯出的撰作方向與特色。 
第六節「清代經學之建設」，講述顧炎武、閻若璩之學行。梁啟超推崇顧炎武為
考據學之開山祖師，因為他具有學術開創性，表現在：「開學風」、「開治學方法」、「開
學術門類」（p. 95-96）。對於閻若璩則稱其《尚書古文疏證》「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
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p. 103） 
第七節「兩畸儒」，主要講述王夫之、朱之瑜（1600-1682）學行。對於王夫之
的學術並沒有太多讚許，僅稱其「博大」，但是推斷日後的影響可能會越來越廣。朱
之瑜的重要貢獻則是傳學日本，「不獨為日本精神文明界之大恩人，即物質方面，所
給他們的益處也不少了。」（p. 122） 
第八節「清初史學之建設」，講述萬斯同、全祖望（1705-1755）之學行。萬斯
同於修《明史》之事出有大力，以徵實的史學精神，讓《明史》成為一部精善的史
書，這就是他最偉大的學術功績（p. 127）。梁啟超推舉全祖望《鮚琦亭集》「最善論
學術流派，最會描寫學者面目。」（p. 133）。 
第九節「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主要講述張履祥（1611-1674）、陸世儀、陸隴
其（1630-1692）、王懋竑（1668-1741）之學行。梁啟超認為清初朱子學興盛是王學
反動結果，因此許多學者向朱學靠攏。「當晚明心學已衰之後，清考證學未盛以前，
朱學不能不說是中間極有力的樞紐。」（p. 148）。但是這群程朱學者人數眾多，但是
流品很雜。梁啟超對清初程朱學派興起的評價很低：「總而言之，程朱學派價值如何，
另一問題。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學術界的不幸，還是程朱的不幸哩！」（p. 150） 
第十節「實踐實用主義」，講述顏元、李塨（1659-1733）之學行。梁啟超認為
他們兩人提倡「實用之學」，以內觀方式明心見性，否定讀書，「破壞方面，其見識
之高，膽量之大，我敢說，從古及今未有其比。」（p. 156-157）梁啟超看重的是顏
元、李塨二人的實用之學，與「近世經驗學派本同一出發點，本與科學精神極相接
近。」（p. 175-176） 
第十一節「科學之曙光」，講述王錫闡、梅文鼎、陳資齋等天文曆算學者。31梁
啟超以為中國學術史之的科學史料貧乏，唯有算學與曆學可算真正意義的「科學」。
此外天文曆算之學「在清代極發達，而間接影響於各門學術之治學方法也狠多。」
（p. 195），故闢一節論之。第十二節「清初學海波瀾餘錄」，講述方以智（1611-1671）
等清初學者學行。 
第十三節至第十六節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記敘清代學者在經學、
小學及音韻學、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傳記及譜牒
學、曆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之發展與成就。梁啟超將考據學衍生的各種學門學
科加以分類，對其學術的起源與發展和學者、著作的具體成績進行綜合評述。不僅
描述出每學門學科的內容與意義，更重要是對其歷史與現況的評論與介紹，可以視
                                                 
31 本節題目有「陳資齋」，然整節未提及一語。清代之「陳資齋」最著名者為陳倫炯，1726 年擔任台
灣鎮總兵，著有《海國見聞錄》（1730）。參見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臺北：台灣省文獻
委員會，1994）。清初數學家較著名之陳姓數學家為陳厚耀(1648-1722)，字泗源，號曙峰，清初江
蘇泰州人，曾經追隨梅文鼎學習過天文演算法。康熙五十五年（1717）進士，頗受時主賞識，受
命編撰大型類書《律曆淵源》（1721）。《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 16 節「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
成績」之「曆算學」項下有「王、梅流風所被，學者雲起。江蘇則有潘次耕（耒）、陳泗源（厚耀）。……
禦定《曆象考成》、禦製《數理精蘊》，裒然巨帙，為斯學增重，則陳泗源、李晉卿等參與最多。」
頁 47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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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代學術著作發展的具體提要，對清學史研究的人來說是很精到的入門書。32這部
分的著述將清代考據學的研究成果有條理地歸納，材料蒐集豐富，評論適切，顯現
梁啟超對於清代考據學成果有很高的水準的掌握。 
整體看來梁啟超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並不完整。本書可以切割成兩個
部分來看，而其中並沒有良好的銜接。可以說前半部（第一至十二節）是「清初思
想史」，後半部（第十三至第十六節）是「清代考據學史」。 
梁啟超在清華學校講課時很明確地表達預備將課堂講義彙編為《中國近三百年
學術史》（p. 1），由前半部內文高度口語化以及來敘述較為雜亂的情況來看，應是自
編教學講義或是學生整理之上課紀錄。另外，前半部屬於思想史性質的講義應該尚
未完成全部，只講述至清初學術發展，重要的乾嘉時期的思想家、今文經學發展、
西方思潮與諸子學、佛學興起都沒有提到。這或許是因為當時梁啟超的身體與家庭
狀況已不堪持續這種大型的學術著作撰寫。33另外，由於講義屬於授課需要而撰寫，
因此依照前半部細緻深入的講述內容進行，課程能否講述至清代晚期之思想也是問
題。或許因此之故，前半部講義只編至清初。思想部分雖然只寫至清初，然而對清
代中葉的學術卻有豐富的論述，這就是後半部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34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是完整地將考據學成績，分門別類地歸納條理，
以歷史演進的方式敘述，這種論述方式是以「學術」為中心，而非人物學派。因此，
此部分展現出來的樣態與前半部迥然不同，呈現細緻而富有理則的風格。考據學的
推進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持續探究，在學術上具有很高的傳承性。梁啟超以整
理歸納的方式羅列考據學的重要成績，很能表現考據學在研究上的「累積」特色。
梁啟超的敘述表明了在考據學下的各個學門學科，對於前人的研究繼承與對後學的
貢獻，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考據學的方法與精神確接近「科學」。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術概論》的關係在主要觀點上大致上沒有
太大改變。但是在內容與編排上讓這兩部書呈現不同面貌，梁啟超言：「我三年前曾
做過一部《清代學術概論》。那部書的範圍，和這部講義差不多，但材料和組織，很
有些不同。」（p. 1）就組織上來說，《清代學術概論》類似總論性質，雖然簡略，但
也首尾一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深入探討學派、學者、學門學科的發展，但
是詳細的分論下，整體性就稍嫌薄弱。材料方面則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多於
《清代學術概論》，尤其在學者的生平方面與著作的內容、評述方面更是詳細。但是
總體來看，兩書的承接關係相當明顯，簡單地說《清代學術概論》像是簡介，而《中
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是承接前者，進行細部論述了。35然而，清代學術的範圍與內
容極為龐雜，梁啟超不可能對每個學科都有精確而深入的認識，所以錯誤疏漏處不
                                                 
32 杜蒸民：〈一本研究清代學術的入門書——重讀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史學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29-34。 
33 1925 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講「儒家哲學」時，其夫人過世。此後梁啟超健康狀況不佳，至 1926
年入協和醫院，卻被誤割腎臟。此後，梁啟超苦於病痛，終至過世。其學術文化之著述，亦隨著
病情加劇而快速減少。 
34 周國棟以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所以未完成，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害怕與以前寫的《清代
學術概論》在組織上重複。」〈兩種不同的學術史範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
較〉，《史學月刊》2000 年 4 期，p112。 
35 李開、劉冠才：「該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部清代主要學者的學案擷要與學派要論，它
用為豐富的史料進一步論證了《清代學術概論》的主要觀點，彌補了《清代學術概論》在史料方
面的某些薄弱之處，使其在內容方面更加縝密、嚴整和全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
術概論》異曲同工，相輔相成。」《晚清學術簡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11），頁 253。 
梁啟超清代學術史寫作的歷程與轉變 
 219 
少。36不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價值本就不在瑣碎的細節，而是其獨特的史
觀與切入點，更在於其開展的課題與面向。 
五、梁啟超清代學術史寫作的演變 
梁啟超容易受到外緣因素的影響，他卻又因緣際會地站在時代變動的前端，參
與許多重要的政治社會與學術文化革新運動。因此，梁啟超思想變化多端，亦常發
生前後牴觸的情況。但是也正由於他始終參與甚至推動著思想潮流，讓他的觀點不
受拘執，具有宏觀的角度與深厚的時代感。37梁啟超從〈近世之學術〉開始，即展現
論學的宏觀與論斷的氣魄。他擅長的不是推論，而是觀點的表達。他精於全局的把
握，而不是局部的微觀，這在民初傑出學者中是難得的學術能力。38這種特點展現在
所有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中，他能夠以宏觀的角度把握整體，清晰地表達論點，
證據或許不夠充分，但是識見卓越，判斷以論理為主。尤其是梁啟超東渡日本後，
接觸西學較多且深，在寫作上受到西方史學宏觀掌握整體，而以章節方式進行論述，
更能發揮其掌握整體要點的思維特質。是以由《論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大勢》開始，
直至《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寫作的形式大致上即是訂出
時間縱軸，決定研究主體，然後以章節方式進行論述，大幅強化其系統性。39 
時代思潮對他的影響不僅是在對某人某派的評論上，還有觀點上的養成。如梁
啟超在變法失敗後遠渡重洋，在政治思想上逐漸轉變為排滿革命，因此對於清初學
者能拒絕仕清者深有好感，對此頗多讚譽。這裡的讚賞是人格的非學術的，因此撰
寫出的學術史文章就充滿了主觀意味。〈近世之學術〉時期，梁啟超就是以人格或是
說與清政府之關係作為評價的首要標準。到了後期《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
百年學術史》階段，評價的人物主要是以是否具有啟蒙時期的內涵，即反對封建主
義，發揚近代人文精神為指標。40 
又如梁啟超對於學者的評價標準，很看重學術創新與應用部分。梁啟超常以學
者能否破除、超越舊有學術範限，能否「經世致用」方面進行評斷、批判。梁啟超
這種觀點應該是受到時代變動氛圍的影響，此時非革新無以救國的思考籠罩整個民
族。因此，學術是否有開創性，是否具有實用性，成為臧否學者的重心。如梁啟超
對清初學者單純繼承陸王程朱學派的學者很不滿意，關鍵就是學說無法致用。41以此
                                                 
36 朱維錚〈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引言〉與吳銘能〈梁任公清代學術史研究〉對梁啟超清代學術史著
作，在文獻徵引問題上曾提出深刻的批評。朱維錚在回覆吳銘能的學術討論信件中，堅認梁啟超
刪略、剪裁、串連引文，乃是學術上的「道德原罪」。見吳銘能：《梁啟超研究叢稿》，頁 221。 
37 詹海雲：「梁啟超一生從事政治較久，故影響其對學術研究的深入探討。但也因他的家庭教誨、學
海堂唸書、參與維新、介入民初政局，參加文化改革活動，從事中西差異探討，使他的清代學術
研究較具宏觀的視野與可讀性。即使他的著作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瑕不掩瑜。」〈論梁啟超的清
代學術研究〉，頁 419。 
38 參見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份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1），「第 5 章：整理國故的理論和實踐」，頁 286-289。 
39 彭樹欣以為梁啟超受西學影響，而採用劃分章節寫作、處理文獻，達成宏觀而系統化的效用。參
見《梁啟超文獻學思想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5），頁 174-178。 
40 參見史革新：〈思想啟蒙與學術研究之間——以梁啟超論宋明清理學為考察對象〉《天津社會科學》
2004 年 4 期，頁 129-134。 
41 張灝：「就梁來說，使經世理想變得模糊不清的不是漢學而是宋學。……梁的抨擊決不意味著他對
宋代新儒學持全盤否定的態度。梁非常尊敬朱熹的有關修身的一些思想。使梁感到痛惜的不是宋
代新儒學強調修身重要性，而是新儒學沒有將修身與更廣泛的社會和國家問題聯起來。」崔志海、
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 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北京：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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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觀察清初的學者，梁啟超所謂「啟蒙期」的大師，多是其對學術有所創發，並
且強調其重於致用的精神。 
清代學術的發展累積龐大的學術成就，學派之間的分化競爭更是複雜多變，梁
啟超試圖條理出清代學術發展的輪廓，給予明確的評斷。42梁啟超的學問廣博，但是
對西方學問的認識，並不如中學紮實。因此在以中西學對比討論時，往往停留在淺
層的比附。此外梁啟超雖勇於論斷，但是證據多有不足。對於某些有興趣的研究課
題可以長篇累牘，某些重要部分卻又片語帶過。這種情況在其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中
是常見的缺陷。43 
整體而言，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研究是不斷進步、完善的，這點不管在數量還
是質量上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梁啟超能夠拋棄成見，在研究漫長的歷程中，他會
修正過去的意見。44一般來說這種修正較過去的論述更為客觀妥適。 
如在〈近世之學術〉中，梁啟超氣勢淩人地對許多人物與學派進行尖銳的攻擊。
如直指湯斌等人是學術蟊賊，如對戴震的哲學不屑一顧，直指有罪後人。對考據學
風之無用瑣碎，大表不滿。梁啟超在〈近世之學術〉也表達強烈的主觀好惡，如對
今文經學的發展與其師康有為的地位幾乎是給予最高的肯定。這些論述在後來的《清
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進行修正。 
如在《清代學術概論》概論中，湯斌等人的學術地位被肯定，戴震哲學也獲得
讚揚。對於今文經學的影響與康有為的評價，都能摒除主觀情感，給予較為客觀的
陳述。更重要的是梁啟超能夠對考據學的學術價值予以釐清，不再是籠統地以「科
學」的方法概括。梁啟超深刻認識學術的基本性質，不再以功利實用的角度批判考
據學，能承認其純粹的學術價值與立場。這些都是梁啟超由早期的情感式論述進展
到客觀陳述的例證。45 
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梁啟超的觀點常常表現出超越時代的銳利，加上他很注
意著作的宣揚與散佈，因此很快地能吸引眾人目光，鼓動風潮。但是當風潮漸盛時，
他卻悄悄地離開「主流」，傾向保守的一方，展現出「調適」的立場。46  
                                                                                                                                                  
2006.2）頁 51。 
42 朱維錚：「兩部著作，在梁啟超的學術論著中堪稱佳製。近三百年的學術變化，數以十計的學科概
貌，好幾百種的專門論著，在合計不過三十二、三萬字的兩本書裏，縱橫論列，钜細兼顧，頭緒
清楚，體系粗具，的確證明梁啟超的學問識見，都不同於那些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的考據學家。」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校注引言》（上海：復旦大學，1985.9） 
43 吳銘能指出梁啟超清代學術史研究的缺失有四：「政治外緣說不足以解釋清代學術史的發展」、「將
清學比附歐洲文藝復興之偏頗」、「專業知識的缺乏」、「偶有資料不足，以致詳略不一」〈梁啟超清
代學術史研究述評〉，頁 447-450。 
44 梁啟超：「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嚮籠統之談，甚者
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清代學術概論》，頁 76。 
45 黃雅琦〈梁啟超幾個前後不一的清代學術論述〉、〈梁啟超清代學術論述的自我修正：《清代學術概
論》對《近世之學術》的改作〉考察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分期、對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論述、
對漢宋學與考據學的評價、清代學術史的敘述改變為討論中心，以為梁啟超的學術是「應時與境
而多變」。本文與黃雅琦的觀點不同，以為梁啟超早期清代學術史研究，的確受到時代與環境的影
響，這種影響直接轉為對學術人物的情感，所以有〈近世之學術〉的產生。但是梁啟超生命後期，
因為離開政治圈、學問的積累與思辨的深化的關係，加上自身敏銳的洞察力，能以學術本身的意
義進行思考，在本質上考察其價值與影響，是以在生命後期能有傑出的清代學術史著作。 
46 黃克武：「民國之後的梁啟超是『以調適之人而處於轉化盛行的時代』。……梁啟超思想變遷的方
向與上述的『主流』發展截然相反，當大多數青年知識分子愈來愈激烈的時候，梁氏卻愈來愈保
守。」《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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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科學」解釋考據學方法為例，在〈近世之學術〉時期梁啟超深受西方科
學文明吸引，期望能找出中國與西方科學接軌之處。由於考據學在操作上具有強烈
的歸納性質，因此梁啟超很高興地宣稱考據學的方法就是科學方法。考據學方法與
精神即科學之方法與精神的觀點，在他一生對清代學術史的理解中大致上沒有改
變。在《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寫作時期，中國面臨「科學
與玄學」的論戰，「唯科學主義」之風大盛。身為論戰始作俑者的梁啟超對於過去極
力宣傳的「科學」卻保持一定的距離，重新省思中國文化與科學的價值及其界限，
跟主流保持距離，展現「調適」的立場。從「科學」的堅決擁護者，到有限度的支
持，47梁啟超的改變不僅證明他的卓見，也提昇到他的清代學術史研究的成績。在《清
代學術概論》階段，梁啟超已經很少談到「科學」的字眼，在內容與宣揚的強度上
與之前或當時學者有很大不同，能較為忠實地敘述考據學的發展。到《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階段，梁啟超對科學瞭解更為深入，在當時學者依循梁啟超多年前進行
的國學與科學比附研究時，48梁啟超已經跳脫侷限，他只是淡淡地說「乾、嘉間學者，
實自成一種學胤，相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特別名稱，叫做
『科學的古典學派』。」（p. 31）「相近」並不「等同」，這代表梁啟超已經走出以科
學比附考據學的階段，真正認識到考據學的對象與方法究竟與西方科學不同。另外，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梁啟超對於人物生平與思想與著作的成就、影響的
興趣，遠遠高於如何國學如何與西方科學、學術結合。在當時以西方學術妝點中國
學術意義的當時，49其作法雖非主流，但是以「中國的解釋中國的」的角度相當明智，
能忠實地詮釋出中國學術的意義，擺脫以中西學比附方式進行解釋的隔閡。 
梁啟超在〈近世之學術〉表現出對國學的信心，以為未來中國學術必走向光明
的道路，對於中西文化交流傳播方面，更言：「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
則當傳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僮相比
較，其明效大驗矣。」（p. 104）。在《清代學術概論》概論則為中國文化未來的研究
領域提供前瞻性的預告。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然以正面的態度讚揚前人的
學術成績，但是較之前兩種著作的樂觀宣告迭出文中，在本書就顯得罕見。他雖然
對乾嘉考據學之文獻研究頗為讚賞，但是也承認：「講得越精細越繁重，越令人頭痛，
結果還是供極少數人玩弄光景之具，豈非愈尊經而經愈遭殃嗎？依我看，這種成績，
只好存起來算做一代學術的掌故，將來有專門篤嗜此學之人，供他們以極豐富的參
                                                                                                                                                  
頁 179。 
47 梁啟超並非「唯科學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梁啟超被政府任命至歐洲考察後開始懷疑
西方科學與物質文明的效用，並撰寫《歐遊心影錄》宣稱「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
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郭穎頤以為梁啟超掀起稍後「科學與玄學」大論戰，而認為梁啟超對
科學的態度是：「對唯科學論信仰的攻擊給傳統論者注入了新的生命，並給他們提供了『大論戰』
中進攻的出發點。由於指出了內在生活與外在生活的區別，梁啟超為他們提供了堅持多元為基礎
的人生觀的權威。……梁啟超絕未明確說過要完全逃避科學。他戰後的觀點是力勸人對西方的反
應要適當。」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4），頁 101。 
48 二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掀起整理國故的風潮，清代考據學的意義又被重新詮釋，嫁接為西方的科學
方法，期與西方學術接軌，其中北京大學許多教授與學生特別熱衷。參見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
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頁 87-97。 
49 羅志田：「國學或整理國故如果不『科學化』，其實難以成為中國學界注目的（哪怕是短暫的）主
流。因此，『科學』落實到以史學為中心內容的『整理國故』之上這一過程同時也是國學『科學化』
的進程；沒有科學的支撐，國學便上不了臺面。」〈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裂變中的傳承—
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5），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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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p. 287）此時梁啟超對於學術史描述的客觀態度讓他作出此種斷語，沒有激
昂的情緒，沒有個人好惡，只是忠實地陳述學術的得失。這種態度並非對中國學術
與文化喪失信心，相反的客觀地整理清代學術遺產是掌握舊有思想必須革新，而革
新之前必須對前人成績作一番梳理，換言之整理清代學術思想是一種繼承中超越的
準備工作。50梁啟超揮別了過去激情的宣言式論述，成熟地條理清代學術，這是他清
代學術研究作品最後展現的風貌。 
六、結論 
梁啟超對於新的思想、文化有很高的接受度，更重要的是在接受之後，總會快
速地消化，然後積極地創發出異於過往的新論點，然後大加宣揚，希望能快速更新
暮氣已深的舊文化。清末民初的各種新文化、思想的宣揚與創發，幾乎都可以看到
梁啟超的身影。但是梁啟超所談之「新」，未必能實踐於學術研究之中，這是他的學
思與時代之侷限。在梁啟超過世後，他所極力宣導的新思想與新方法開始在學術界
發芽。51以清代學術史研究來看，梁啟超沒有建立新的學術方法與理論，他只是很直
率地陳述對清代學術演變發展與學派人物的觀點。當然這些觀點富有深刻的洞察
力，儘管證據顯得薄弱，但是仍舊啟發後學，引導出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許多課題。52
儘管梁啟超某些論述被質疑，然而他仍是清學史研究課題上無法繞過的高峰，53後人
對清代學術思想的研究，仍奠基於其研究成果，並且繼續鑽研他開發的論題。以此
點來看，梁啟超堪稱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啟蒙期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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